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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分析经济体的结构,以部门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

生产网络为分析框架的学术文献不断增多。本文首先梳理生产网络在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价格

波动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产业政策等领域相关研究。其次,本文结合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若干重

要结构性变化过程,介绍了与生产网络紧密相关的“垂直结构”的定义、特征及其在宏观波动与政

策、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国有企业与资源错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展。最后,本文讨论了相关领

域尚未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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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异质性是诸多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在诸多维度的异质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产

业在投入—产出表上位置的不同。每一个产业中的厂商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由相对更上游位置的产

业提供,而其生产出的产品与服务又是更下游产业厂商的投入品。这种由投入—产出关系决定的自

上而下的产业链结构在现实中是交错复杂而非线性单维的,存在多种投入—多种产出以及部门之间

的互相循环的可能性,因此这是个多维的生产网络结构。这种生产网络结构对于人们理解经济结构

(尤其产业结构)的复杂性与系统性非常重要。
相关的经济学研究最早多集中于产业组织和发展经济学等领域。随着近十几年经济模型建模

技术的进步以及更丰富细化的微观经济数据的涌现,生产网络结构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

视,并在国际贸易、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增长与发展等多个领域都有长足进展(Carvalho&
Tahbaz-Salehi,2019)。相关研究较多集中于探寻微观经济冲击是如何通过生产网络传导和扩大并

形成宏观波动的。此外,生产网络还被用于分析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产
业升级和产业政策等多个宏观经济和发展领域。与此同时,李系、刘学文和王勇(2014)针对中国的

宏观经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在2001年之后逐渐形成了“垂直结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
能源、电力、通信等关键上游部门,而下游的消费型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则以民营企业为主导。为

了更好地突出生产网络视角在分析中国经济中的应用,区别于其他一般性的生产网络文献,本文特

别将这类文献命名为“垂直结构”文献。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生产网络结构是连接微观行为和宏观经

济绩效的重要桥梁。生产网络与一般均衡理论的结合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有效地分析不同冲击在经

济网络中的传导机制,以及不同生产部门在经济周期中的联动效应,并为决策者提供更系统化的参

考信息。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关于生产网络与垂直结构的最新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生产网络中的微观冲击及其宏观加总研究

较早的宏观研究认为,微观的冲击并不会积累并反映到宏观层面。Lucas(1977)从大数定律的

—321—

王 勇等:生产网络与垂直结构研究进展

* 王勇、黄宇轩(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yongwang@nsd.pku.
edu.cn,yuxuanhuang@nsd.pku.edu.cn;韩博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hanboyu@stu.
pku.edu.cn。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20AJL017)。
感谢邢亦青、陈钊、蔡洁、王永进的评论意见以及郭少瑛的帮助。文责自负。

*



  2022年第3期

视角提出了一个论点:来自各个微观部门或市场的异质性冲击会因为在加总时相互抵消而不会在宏

观层面形成显著影响。然而,不少后来基于生产网络和产业链分析框架的研究则通过考察不同行业

在投入—产出关系网络中的非对称性等特征发现,来自主导核心部门的冲击并不能被其他部门的异

质性冲击所抵消,继而提出了不同的论点。
(一)微观冲击及其宏观加总:理论模型研究

基于生产网络框架的多部门模型理论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Long&Plosser,

1983)。早期研究发现,来自某个微观部门层面的冲击会在生产网络中传导和积累,最后会放大并形

成宏观层面的波动,而放大的幅度取决于上下游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结关系、各部门在生产网

络中的重要性以及产品间的相互可替代性等因素。早期的理论模型研究提出了较为朴素的加权影

响理论,即假设来自某个微观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对于经济总体的相应冲击占比等于该

部门生产销售额在GDP中的占比(Hulten,1978)。不少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并强调了生产网络

对于微观冲击的传导和扩大效应。其中一部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各部门间的大小差异出发,研究部

门间的不对称性对于微观冲击在生产结构网络中传导的影响。Horvath(1998)构建理论模型反驳了

Lucas(1977)关于大数定律视角下微观冲击会相互抵消的论点,并指出部门间的联系程度以及不同

部门在生产网络中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冲击是否会在加总中相互抵消。当投入—产出矩阵比较稀疏

时,经济内的投入—产出连接由少数部门主导,中间品的相互可替代性低,来自某部门的冲击容易导

致更大的宏观波动。类似地,Acemogluetal(2012)基于Long&Plosser(1983)提出的多部门模型

框架,研究了微观层面的经济冲击是如何通过投入—产出网络进行传导的,并进一步刻画了这种传

导效应的程度是如何受到不同生产部门联结性的结构特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供给部门存在不

对称性结构时(即某些特定产业是更多部门的供给者),微观的冲击并不会在加总中消失,而是会引

发宏观层面的经济波动。Acemogluetal(2017)使用含有多个竞争性部门的投入—产出网络模型,
系统地研究了宏观尾部风险的微观起源。该研究指出,异质性的微观冲击会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

导致宏观尾部风险的产生:(1)微观冲击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尾部风险;(2)为保证微观的尾部风险

不会在加总时相互抵消,该经济体应有足够程度的部门支配性(sectoraldominance)存在,即各部门

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地位重要性存在差异。Hulten(1978)的理论只考虑并提供了一阶近似的描

述,而Baqaee&Farhi(2019)在研究中提出了更一般化的基于多马权重(Domarweights)的二阶近

似描述,并且进一步证实该二阶项是与诸多微观生产结构(生产产业链、生产中的微观替代弹性、生
产要素再分配的自由度等)相关。其中,由于生产连接中存在非线性关系,相比于Lucas(1977)计算

的经济周期福利损失,短期的微观部门冲击会引发更大幅度的平均总产出损失。Liu& Tsyvinski
(2020)构建了一个有动态结构的生产网络模型,通过对投入—产出矩阵进行特征分解发现,由于高

阶连接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刻画部门冲击的福利影响所需的特征向量与多马权重相比会更少。作者

采用美国数据研究发现,临时冲击带来的福利影响是低维的四因子结构。Barauskaite& Nguyen
(2021)对已有文献在数据方面进行了拓展,基于2000—2014年间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强调了全

球生产网络在放大部门冲击时的重要性,并发现部门内部的冲击会通过部门间的生产网络传导,并
产生相当大的总体冲击。Miranda-Pinto(2021)从生产网络的角度分析解释了不同国家经济波动大

小差异。作者通过构建多部门宏观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生产网络多样化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GDP
的波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服务型行业主导的国家的GDP波动更小,其原因是服务

行业的生产网络更加多样化。
在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时,生产网络对冲击的放大作用同样不容

忽视。Baqaee&Farhi(2020b)构建了一个包含投入—产出结构的多部门非线性生产网络模型,并
分析了负面供给冲击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研究发现这种非线性特征通过破坏供应链等方式放大了

负面供给冲击的影响。这一非线性特征的放大作用在增长较差的部门遭受负面冲击时体现得更为

明显,它使得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被放大了10%~100%,具体数值取决于分析的范围和冲击的大

—421—



小。Barrotetal(2021)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各国提升社交距离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发现社

交距离的增大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进而导致了产出的下降,而定量测度产出下降数量就必须要考

虑到各生产部门的联系。作者使用标准的生产网络模型,采用美国数据研究发现生产网络的非线性

特征大约可以解释一半由于社交距离导致的GDP下降。Giammettietal(2020)使用经典的投入—
产出模型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新冠疫情的封锁措施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指出在制定封锁和重

新开放计划时需要考虑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一些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具有更大的权重,即在网络

中处于中心位置。因此,封锁和重新开放计划的制定应优先考虑经济利益更高和工人风险更低的行

业。此外,Chenetal(2020)使用了高频的城市间卡车流量数据估计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

影响,并考虑了双边贸易中的网络关系。作者运用反转的引力模型来刻画疫情暴发期间双边贸易成

本遭受的冲击,研究发现,当地疫情流行的严重程度只解释了上述冲击的20%,剩余部分则主要源于

地区的疫情控制政策强度。
以上理论研究主要基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生产网络基准模型,没有考虑相关的市场摩擦。最近

的相关理论研究则在传统生产网络模型中引入了更多贴合现实的特征,如多种企业层面的扭曲和非

完全有效性。Baqaee(2018)在传统的投入—产出网络模型中加入了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不同

于生产网络模型中衡量企业或者产业重要性的传统指标,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企业退出集中度

的衡量指标,指出企业进入和退出这一新的广延边际(extensivemargin)变动渠道可以通过生产网络

传导,并放大微观异质性冲击。Baqaee&Farhi(2020a)基于非完全有效性生产网络的研究框架,提
出了一个适用于非完全有效经济体微观冲击加总的一般性理论。该框架涵盖了经济体内的各类扭

曲,包括税收、溢价、资源分配摩擦、金融摩擦和名义刚性等,还考虑了规模报酬、要素流动性和投

入—产出网络。Grassi(2017)在生产网络模型中引入寡头竞争的异质性企业框架,提出了非竞争性

市场结构的模型。研究发现,对于一个大型企业而言,正向冲击会提升该企业所在部门的平均生产

率与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并且生产率的变动只会向其他下游部门传导,而市场垄断力

的提升则会同时对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产生影响。宏观波动对于企业冲击的反应敏感度与以下三

个指标相关:(1)赫芬达尔指数;(2)该部门在投入—产出网络上的相对位置;(3)相对市场垄断力(影
响对上游部门的需求)。

(二)微观冲击及其宏观加总:实证研究

另有不少研究基于前文介绍的理论模型框架,采用行业层面或者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生产网络

的各类传导和放大机制进行实证研究。从产业层面看,Horvath(2000)在 Horvath(1998)的理论框

架基础上构建了更一般化的多部门模型,并使用美国双位数工业代码层面的行业数据进行了校准。
模拟运算表明,该模型能在不依赖宏观冲击的情况下,像标准的单部门商业周期模型(businesscycle
models)一样与特征事实相匹配。Acemogluetal(2016b)采用美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经济

周期频率下的四种不同冲击,发现并证实了这些经济冲击会通过生产网络扩散并放大,供给侧冲击

会使下游产业相对于上游产业遭受更大的冲击影响,而上游产业相对于下游产业则会受到更大的需

求侧冲击。总体实证结果与Acemogluetal(2012)的理论模型预测基本相符。Atalay(2017)的分析

表明,中间生产品为互补品的特征在生产网络中传导和放大微观冲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作者

通过构建基于投入—产出网络的多部门均衡模型,引入中间投入品为互补品这一特性,实证分析了

来自部门的冲击对宏观总产出波动的影响。该项研究基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投入—产出表

进一步估计了中间投入品的替代弹性,研究表明,中间投入品的相互替代弹性普遍较低(小于0.2),
行业冲击能解释大部分总产出的波动。这种中间投入品的强互补性特征会使得来自部门的微观冲

击造成更显著的宏观波动影响。另有学者实证测算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演进趋势。如Zhengetal
(2021)使用一个长时间序列的多部门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特征和演进趋势。作者

基于增加值分解方法,构建了一个用于衡量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的指标,并分析了影响各

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的因素。其中,政府效率、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和技术水平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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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层面看,Gabaix(2011)分析了美国企业层面的实证证据,发现美国前100家最大的企业

可以解释约三分之一的总产出波动。作者结合 Hulten定理指出,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超大型企业很

可能是宏观波动的主要冲击来源,这类企业的异质性冲击并不能被其他小企业的冲击所抵消。Di
Giovannietal(2014)使用1990—2017年间法国的企业数据对企业销售额在宏观总量、中观行业、微
观企业这三个层面的波动影响分别进行了估计,研究表明,宏观总销售波动的80%可以被企业层面

的异质性冲击所解释,而宏观波动影响的分解分析也表明,企业间的网络连接冲击效应是直接冲击

效应的三倍。Carvalho&Grassi(2019)使用美国数据来评估大型企业波动对于宏观总体波动的影

响,发现企业的特质性冲击会通过企业层面生产网络进行传导扩散。在不借助宏观冲击的情况下,
企业层面的冲击依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宏观的总体波动。除了以上关注供需冲击的研究外,还
有一类研究以生产网络为基础,分析了其他类型冲击在网络中的传导。如Altinoglu(2021)在传统

的生产网络模型中引入贸易信贷,刻画了金融冲击是如何通过信贷网络而被放大的。该研究使用美

国产业数据进行模型校准,其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冲击是导致宏观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尤其在经济

大衰退时期更为显著。Luo(2020)研究指出,通过生产网络相连接的企业间也存在类似结构的贸易

信贷网络;作者使用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和企业间借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信贷冲击在上

游行业的传导力度要强于其在下游行业的传导力度。

二、基于生产网络传导的价格波动和货币政策研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名义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宏观经济学长久以来的关注重点。早

期文献中的单部门或多部门模型多集中于从价格刚性的异质性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冲击的实际影响

效应(Carvalho,2006;Nakamura&Steinsson,2008,2010)。生产网络相关研究使人们逐步注意到

生产结构、不同生产部门的差异性会传导并放大异质性的微观冲击,并反映到宏观波动中。因此,生
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也逐步被应用于货币政策和价格波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

(一)基于生产网络传导的价格波动

早期实证研究通过区分宏观和生产部门内部的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发现不同部门价格对于不同

冲击展现出价格黏性的异质性(Boivinetal,2009)。该研究通过使用大量的美国宏观经济指标和分

部门的价格序列来估计增强因子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把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波动分

解成宏观和部门自身的两部分,实证结果表明:(1)部门价格会对于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因素冲

击展现出价格黏性,但对于来自部门内部的冲击反应灵敏、缺乏黏性;(2)不同部门的价格变动对于

各自部门内部的冲击展现出相似的反应速度,但对于宏观冲击的反应速度则存在显著差异性。

Shamloo(2010)在上述研究发现的两个特征事实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名义刚性和产业链结构特征的

多部门新凯恩斯模型,并使用美国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校准。该模型能模拟出传统单部门模型所不能

刻画的货币非中性特征。研究发现,各生产部门对于宏观冲击的反应速度取决于该部门在产业链上

的相对位置,相对于下游产业,上游产业应对冲击的反应更快,而所有部门对来源于部门内部的冲击反

应都较为迅速。模型推导得出的理论结果与Boivinetal(2009)实证研究所发现的特征事实相一致。
在跨国生产网络层面,生产网络框架被用于国际间价格的溢出和联动现象。Aueretal(2019)

通过使用跨国的产业层面的投入—产出贸易数据以及各国各产业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研究发

现,来自产业的成本冲击会经由跨国的投入—产出网络传导引发跨国的PPI联动效应,并且这种价

格联动趋势与产业链关系以及其中存在的异质性特征紧密相关,而与汇率渗透(exchangeratepass-
through)或者特定市场定价无明显关系。该结论对于被广泛讨论的一国内部的最优货币政策是否

要考虑国外因素的学术和政策问题具有指导性意义。
(二)基于生产网络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应

金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十分敏感,较为适合研究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市场经验表明,
美联储的新闻发布会在短期内对股票回报率有较大的影响。中央银行会通过利率变动决策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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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和企业的投资决策。Ozdagli& Weber(2017)使用股票收益

率测试生产网络传导效应的重要性,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美国经济的生产投入—产出结构

是否是宏观货币政策冲击的重要传播渠道,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货币政策产生实际影响。他们

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会直接增加对于下游企业产品的需求,因此企业会相应地增加中间投入

品的购买。由于中间投入品又是其他生产部门企业的产出,所以这会导致对生产网络上游部门的产

品需求增加。该项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仅依赖于风险溢价的变化,而且

有相当一部分是经由需求效应的影响。他们还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将货币政策冲击的整体效应分

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并把总效应的50%~85%归因于间接效应,研究表明,生产网络不

仅可能对特定冲击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可能是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传

导渠道。Mandel&Veetil(2021)在具有货币先行(cash-in-advance,CIA)约束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

中构建了一个价格动态模型,并分析了网络结构对货币冲击传导的影响。长期来看,模型收敛于一

般均衡,货币数量论成立;短期内,货币冲击通过名义需求的变化向上游传导,并通过供给端向下游

传导。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货币紧缩会在短期内导致价格水平上升。
前文梳理的相关文献从部门异质性、投入—产出结构、价格刚性差异的角度出发研究货币政策

冲击,但大都只是集中于其中某个单一因素进行解释分析。最近的研究尝试在同一理论模型中整合

多种潜在因素,探讨它们对于货币政策冲击传导的共同作用和其中的相互影响关系。Pastenetal
(2020)从新的理论视角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在价格刚性、部门体量和投入—产出网络连接这三种异

质性相互影响在经济中的传导机制。他们发现,如果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占比较高,或者价格黏

性高的部门恰好是大的供给品生产部门,则名义冲击产生的实际影响会更大。该项研究使用美国经

济分析局的投入—产出表和用于构建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底层微观数据对341个生产部门的模型进

行了校准,研究结果表明:(1)价格黏性的异质性是货币政策名义冲击产生实际效应的关键因素;(2)
部门分类会影响货币政策冲击的实际经济效应,但不会改变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3)部门大

小和投入—产出结构的异质性进一步凸显了相对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

Ghassibe(2021)则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别研究了生产网络是如何扩大货币冲击以及对真实宏

观变量产生影响的。在理论方面,作者构建了一个非对称性投入—产出结构的多部门新凯恩斯模

型,并指出货币冲击对于部门的最终消费的影响可分解为两部分:(1)由于部门内自身的价格黏性产

生的直接影响;(2)来自上游供给部门的价格黏性以及对中间品的采购频率的影响效应,也被称为下

游效应。其中,下游效应正是货币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产生放大效应的关键。另外,在推导部门消费

的解析解中,作者使用了不同于Pastenetal(2020)等依赖短视的公司或其他前瞻性行为偏差研究的

方法,而是创新性地采用有限期版本的模型,使用反向归纳法推导出部门最终消费解析解,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了相应的线性实证模型以估计下游效应的下限值。在实证研究方面,作者创建了细分的美

国部门月度最终消费数据集,并以此估计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整体消费的影响,其中有30%的影响来自

投入—产出网络结构带来的放大效应,从而证明价格刚性会向下游传导并通过网络结构被放大。此

外,研究还发现网络结构效应具有高度集中性,网络结构中98%的放大效应来自17%的部门样本。
(三)生产网络视角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研究

除了以上基于生产网络的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相关的研究,还有一部分新近的研究结合生产网络

的框架以分析探讨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最优货币政策。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通货膨胀目

标制也逐步被新兴市场国家所关注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提出是基于“神奇的巧合”(divineco-
incidence):在产出缺口缩小的同时,价格的变动也达到稳定。这种由传统单部门理论模型推导得出

的神奇的巧合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只需盯住通货膨胀率即可。在以往的政策实践中,消费者价格通

胀率被视为单部门模型中的现实对应通胀率,但这其实缺乏理论依据。事实上,在衡量宏观通货膨

胀时,现实中多部门网络生产结构中存在多种不同的价格加总方式。

Rubbo(2020)构建了多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将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与基于生产网络结构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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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相结合,推导出普适性的加权平均通胀率以及一般性菲利普斯曲线。作者构建了一个创新性的

通货膨胀指数,可在没有内生的成本推动冲击下产生神奇的巧合。但作者也指出,这并非约束条件

下的最优政策目标,而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政策可以通过稳定另一个通胀指数来实现。模型使用美国

的投入—产出数据和生产部门层面的价格调整频率数据进行校准,其结果表明:由于生产的中间投

入品的增长,以消费者价格为基础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在过去的70年中下降了30%。福利分析

结果表明,以消费者通货膨胀率为目标的基准政策所导致的福利损失为当期GDP的1.2%,而使用

模型得出的最优政策则可将这种损失降低0.28%,但不能完全消除福利损失。以产出缺口为目标的

政策几乎可以复制最优政策的福利结果。类似地,LaO&Tahbaz-Salehi(2020)同样构建了多部门

一般均衡模型,探讨在生产网络结构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实施问题,并总结了在投入—产出网络框架

下最优货币政策的一般性理论。研究表明,生产结构中是否存在名义刚性会影响其最优货币政策的

选择,当存在名义刚性时,最优货币政策应以稳定一个加权价格指数为目标,而该价格指数应分配更

大的权重给体量更大、价格黏性更强以及位于产业链上游的产业。在理论模型结论的基础上,作者

进一步使用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和行业层面的名义刚性数据估算了各行业最优权重,并对名义刚性

造成的福利损失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该最优货币政策产生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最优均衡下

季度消费的2.98%。传统的货币政策以稳定CPI通胀水平为目标,而如果采用这种新的最优货币

政策,则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此外,该最优货币政策与以稳定产出缺口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福利

差异很小,不到季度消费的0.01%,这与Rubbo(2020)的结果相近。

三、生产网络结构对经济增长与产业政策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

除了对短期的经济冲击和宏观波动的影响分析,生产网络框架也被应用于分析经济增长、收
入分配以及产业政策等长期经济问题。Jones(2011a)从“产业联结”和“互补品”的概念出发,建立

了一个包含中间生产品的理论模型,并刻画了中间品的乘数效应及其对扩大资源分配扭曲性的影

响。在传统新古典框架下难以解释的居民收入差异也在引入中间品后得到解释。类似地,Jones
(2011b)使用投入—产出理论模型和来自3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资源错配是如何影响全要素生

产率的,结果表明投入—产出生产结构以及中间生产品的使用会进一步放大资源错配的负面影

响。作者强调了资源错配对于理解跨国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有关跨国收入分布差异的解

释。Bigio(2020)在Jones(2011b)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研究,引入了企业生产决策扭曲,展示了来

自部门的冲击是如何通过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扩大到宏观层面的。作者还运用该模型对2008—

2009年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的投入—产出网络加倍放大了金融扭曲带来的产出效应。

Oberfield(2018)构建理论模型并将企业对于中间生产品的购买选择内生化,并由此推导出经济体

内投入—产出结构的内生形成过程以及明星供给者(同时为多个部门提供产品的生产者)的内生

形成过程。研究表明,即使在生产率差异很小的情况下,也可以由企业个体的内生购买选择推导

得出不同生产者在规模上的巨大差异。Acemoglu& Azar(2020)构建了一个内生的生产网络模

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如何通过生产网络的投入—产出联接传导至经济体中的各部门,并降低了经

济整体的生产成本。作者还通过一个动态模型论证了生产网络的内生演变可能是经济增长动力

的重要源头。
除了上述关注一国内部经济生产部门间连接关系的研究,还有不少研究也关注世界范围的跨国

生产网络,并在以国家—部门为基本单元的跨国投入—产出矩阵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Bartelme&
Gorodnichenko(2015)构建了新的跨国投入—产出表以及一个新古典的理论框架,研究了产业链的

联结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移除中间投入品选择中的扭曲大约能给中低收入

国家带来10%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类似地,Caliendoetal(2017)建立了一个以国家—部门为单元

的经济模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投入—产出联结关系,并计算了扭曲弹性的封闭解析解,研究了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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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各国内部和跨国层面的扭曲都存在显著差异性,仅关注

国家层面的扭曲会导致错误的判断。DiGiovanni&Levchenko(2010)采用大型跨国产业层面的生

产和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存在更多双边贸易的部门间会呈现出更强的联动效应,即依赖对

方生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跨国部门间存在显著的联动现象,结果表明垂直生产连接的特征可以解释

约30%的双边贸易带来的经济周期相关性。
跨国生产网络还被应用于探讨全球贸易下的国际分工问题。Antras&Gortari(2020)构建了一

个基于跨国生产网络的一般性均衡模型,并进一步研究了存在贸易壁垒成本的环境下各国生产分工

的选择问题,以及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不同国家在其国内、区域及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区位。研究表明,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下游的生产部门应放置在相对中心的区位。Obashi&Kimura(2021)运用全

球的贸易数据研究了新兴的数字技术是如何对生产网络贸易产生影响的,发现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对

工业机器人的投资不断增加、进口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正在促进东亚地区的双边网络贸易流动。
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通过推进全球生产链上的机器和人力资本互补性来保留或扩大国际分

工。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出现也对全球的生产网络与跨国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近期涌现的一

系列文献也试图通过生产网络的视角来解释新冠疫情对跨国贸易的影响。Vidya& Prabheesh
(2020)测算了新冠疫情冲击暴发前的2018年与暴发后的2020年各国之间的贸易连接程度,发现疫

情使得各国间贸易的连接程度明显下降,贸易密度由0.833下降到0.429。并且,疫情显著影响了德

国、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等国,但中国在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没有受到影响。作者根据模型的

预测表明,未来的进出口仍将因为疫情有所下降。Georgeetal(2021)使用一般均衡模型,将流行病

学动态引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生产网络,并使用OEC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校准。研

究发现,在没有政策干预时,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性和中国与东盟地区之间的重大经济影响

力相关。另外,作者通过敏感性分析证明了中国在疫情方面的控制措施减少了中国和东盟地区的经

济波动。
另一类相关的文献着重于研究创新与专利引用的网络结构,研究结论突出了网络结构对于理解

技术进步、创新投入、增长和福利等方面的重要性。由于缺乏对于技术溢出的直接度量方法,此类研

究采用了之前文献中常用的专利引用数据来追踪技术的传播(Thompson&Fox-Kean,2005;Bloom
etal,2013)。Acemogluetal(2016a)分析了180万项美国专利及其引用特征,并通过构建出企业创

新结构网络发现,上游技术进步对于专利未来的发展路径和方向有重要的影响,1975—1994年间的

上游技术领域的科技进步对于1995年后的下游技术领域的创新有预测效应。总体创新结构表明,
拥有更多上游科技创新种类会使得其发展时期内有更多的持续创新技术出现。Cai&Li(2019)系
统地研究了行业部门间的知识技术网络及其对于企业创新和宏观增长的影响,建立了知识联系网络

并构造了行业层面的技术适用性度量方法,研究发现以下四个特征事实:(1)在行业层面上,技术适

用性有助于解释跨行业研发强度的持续性差异;(2)在企业层面,更具创新力的企业(拥有更大的专

利存量和专利范围)会更专注于高度适用性的技术;(3)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步转向开发关联性和

适用性较低的技术;(4)拥有更多高适用性技术的公司会创新进步得更快。基于这些事实,作者构建

了一个刻画企业创新、并能匹配以上微观事实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企业和部门间的知识

网络,并强调企业部门间知识联接和创新的固定成本两方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较大的固定成本

和较高的冲击不确定性会通过降低部门间创新技术的关联性和应用度而导致整体增长速度下降。

Caietal(2022)在已有包含产业链的贸易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与创新和技术传导相关的动态机制,
并构建了一个量化跨国跨部门间的贸易、创新和技术知识传导的内生增长模型,同时使用了19个

OECD国家内19个生产部门的数据进行校准。研究表明,贸易成本的降低会改变各国、各部门的研

发投入。贸易自由化会促使研发投资转移到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门,而技术知识的传导则通

过提高技术知识流动更大的部门的比较优势而进一步放大这种效应。此外,通过贸易与生产网络进

行的技术知识的传导会促使经济增长并提升总体福利。类似地,Liu& Wang(2020)构建了一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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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贸易、企业创新与技术传播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中国制造业的专利引用数据对企业间的知识

技术网络进行估计,模型模拟结果表明:2001—2006年间由贸易自由化引起的中国实际收入增长

中,约三分之一的部分可以被企业间的知识技术网络结构所解释。
(二)经济增长与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

Carvalhoetal(2021)构建了一个生产网络的一般性均衡模型,用以刻画自然灾害冲击如何影响

受灾企业以及该企业相关联的上下游企业,结果表明日本地震灾害冲击降低了0.47个百分点的真

实GDP增长率。Boehm(2022)研究了合同执行效力与中间生产品使用中存在的扭曲对于宏观生产

率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国的投入—产出结构和当地的法律机构执行效力间存在稳健的相关

性,在高执法成本的国家,厂商对于中间品的支出占比相对较低,而提升执法机构效力能有效降低合

同摩擦并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Boehm & Oberfield(2020)则使用印度制造业的微观数据,以产业

链为基础研究了印度的产业组织和地方法律合同执行效力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量化了中间生产品

市场的扭曲对于宏观加总生产率的影响。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产业政策的探讨。而产业政策的选

择、实施和效应分析自然离不开生产网络结构。20世纪70年代,韩国重化工业的深化过程和相关的

产业政策实践历史就为此提供了不少实证事实。Lane(2021)从生产网络的视角对韩国的重化工业

相关产业政策的实施与退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韩国的重化工产业政策干预不但直接促进了相关目

标产业的高速增长发展,同时也通过投入—产出网络间接影响了相联结的其他产业。目标产业的实

际GDP增长率比其他非目标产业在政策实行时期高80%。而增长带来的产品价格下降也间接促进

了出口的增加以及产业链下游相关产业的增长。此类向下游的溢出效应中,与政策目标产业联系相

对紧密的下游产业相比,联系较弱的产业会有更大的增长;在相对产品价格方面,同样是与目标产业

联系更紧密的下游产业会下降更多。而在政策退出后的较长时间内,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仍有持续

性的直接和间接正向效应。
类似地,Liu(2019)以20世纪70年代韩国重化工行业以及当今中国的产业政策为例,研究讨

论政府在财政能力有限而不能补贴所有产业部门的条件下,优先实施相关产业政策的部门选择问

题。作者以生产网络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理论模型,首次对跨部门的产业联接和市场扭曲背景下的

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原理进行了严谨的理论分析。通过在生产网络模型中加入以金融摩擦为代表

的市场缺陷特征,该研究提出了一个衡量产业补贴的社会边际价值的非参数充分统计量“扭曲集

中度”指标,用于指导选择待进行补贴的目标行业。研究表明,拥有高扭曲集中度的部门并非市场

扭曲最严重的部门或是拥有最大影响力的生产部门,而是为下游生产部门直接或间接供应中间投

入品、处于生产价值链上游的行业部门。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不完善带来的扭曲会使得生产投入品

低于最优投入水平,这种摩擦会继而通过产业链的中间品需求传导渠道,逐步向更上游的行业部

门积累。研究构建的扭曲集中度指标与 Antrasetal(2012)中的上游度指标在层次型生产网络

(hierarchicalnetwork)结构下高度相关①,这表明政府的补贴性投入也应当倾向于这种处于产业链

上游的扭曲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作者进一步对韩国和中国的投入—产出产业结构以及两国政府使用

的产业政策做了实证分析,并使用多种市场缺陷的估计方法进行交叉验证,结果表明扭曲集中度指标

与生产网络的上下游层次高度相关。作为产业政策的目标行业,韩国当时重化工业的扭曲集中度明显

高于其他非政策目标行业,而中国高扭曲集中度的行业无论在政府直接补助还是银行贷款优惠上都明

显高于其他行业。对于两国产业政策的评估也表明,韩国和中国的相关产业政策对两国经济都产生了

积极的宏观推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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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ntrasetal(2012)构造了一个能系统性测量产业的上下游区位的“上游度指数”,用于测度不同产业部门在一

国产业链或者跨国生产网络内的相对上下游位置,指数大小衡量行业距离下游最终消费品的平均距离。处于上游产

业的行业离最终生产品的位置越远,其上游度的值会越大,而相对更接近最终产品的下游行业,其上游度的值更小。



四、中国生产网络的垂直结构研究

前文综述的生产网络的研究较多从微观企业层面切入,其模型大都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而这一假设并不能很好地刻画现实中不少国家的实际情况。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紧密结合一个

经济体的发展阶段重点探索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动态性,以及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如何经由经济结构

发挥作用,并强调分析政策扭曲背后的内生性机制,从而得出较为合理的与宏观、改革及发展相关的

政策建议(林毅夫,2019;王勇、汤学敏,2021)。许多发展中国家生产链的上下游部门间有较大的市

场结构差异:下游的生产部门往往处于竞争度与开放程度较高的市场,而上游的生产部门因资本密

集相对较高,或涉及国家战略、能源供给等行业,会由于行业准入门槛高或政府介入而形成垄断性高

的市场环境(Lietal,2015;李系等,2014;Liu,2019)。近年不少关注中国经济的研究从不同的经

济问题和分析视角证实,这种刻画上下游间市场结构差异性的“垂直结构”恰是解释诸多中国经济发

展问题的关键。①

(一)中国垂直结构框架与特征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内部逐步形成了一种上下游间具有各类不对称

性的宏观垂直结构(王勇,2021)②。李系等(2014)、Lietal(2015)最早发现了中国经济的“上游国有

企业垄断、下游民营企业竞争”的垂直结构特点,并系统论述了这一网络结构对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起到的关键性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显著低于民营企业,但由于垂直结构的存

在,下游民营企业在加入 WTO后的出口增加提升了对上游中间品的需求,而处于上游市场的国有

企业由于其垄断的市场地位,反而在此贸易迅速增长时期获取了远超民营企业的利润。作者通过相

关数据、特征事实描述构建了上游垄断、下游自由竞争的两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论证了这种上游

国有企业垄断、下游民营企业竞争的垂直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增

速对外需冲击的反应增大了生产的顺周期性以及上游垄断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在模型框架中,
垂直结构主要由生产中间产品的上游垄断生产部门和下游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终消费品的生

产部门所构成。该模型刻画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垄断上游产业而民营企业主导

下游产业的经济市场结构。作者在封闭经济的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垂直

结构的形成以及这种结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并指出这种由垂直结构导致的扭曲有损于经济发展和社

会总体福利,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来自外部的负向冲击也造成了上下游间的另一特征,即僵尸企业的占

比差异:相对位置越靠近上游的供给产业,僵尸企业比例越高。外部需求下降导致出口占比高的下

游民营企业利润下降,对上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剧降。而由于上游垄断定价的市场特征,上
游产业的营销收入和利润下降幅度会相比下游更大。而当利润为负时,市场化的企业会选择倒闭退

出,但上游的国有企业在盈利的目标之外还承载着“保就业、保投资、保增长”等其他的政策性负担,
所以会在利润率下行时反而更依赖于银行的贷款和政府的补贴继续运营,由此造成了上游行业僵尸

企业比例高的状况(王勇,2017)。此后不少相关研究在垂直结构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结合了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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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过去十年与“垂直结构”相关的中文文献增长迅猛。限于篇幅,本文对于中文文献的综述主要侧重于作为自主

理论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团队成员的相关工作。
王勇(2021)综合已发现的各类经验事实和理论框架,总结了中国产业部门垂直结构的分析框架及其三个特

点:第一,垂直结构的四个不对称性:(1)上游和下游的所有制集中度不对称,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游产业,逐步退

出下游产业,下游产业则以民营企业为主。(2)上下游的资本密集度也不对称,上游产业的资本相对密集,下游产业

则更加劳动密集。(3)市场结构不对称,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现象更突出,下游产业的进入壁垒则更低,更接近于完

全竞争。(4)出口占产出比重不对称,上游产业所占比例低于下游产业。第二,中国从农业到非农业的结构转型是工

业化的过程,并伴随了包括居住与生产活动空间调整的城市化。第三,呈现全球化特点,即我国超过84%的出口直

接来源于下游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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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间的非对称性特质分析中国经济的各类问题。这一系列研究阐释了垂直结构的重要经济影响,
并进一步证实了其对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二)垂直结构下的长期分析: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

近年来,研究宏观经济增长和与之相关问题的文献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生产结构的不同特征对

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垂直结构为切入点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也有不少实证上的进展,此类研

究主要通过构建并估计实证模型,量化垂直结构在产业链上造成的结构性扭曲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潜在影响。文永恒等(2020)通过对比下游产业以及出口占比较高的“三省一市”(广东、江苏、浙
江、上海)和其余的上游省份和下游省份的增长表现可以发现,外部需求变化会直接影响沿海“三省

一市”的经济增长率,继而通过产业链对其他省份产生间接影响,其中上游省份遭受的间接影响比下

游省份更大。他们使用2002—2018年间中国宏观季度经济数据,对比了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出

口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变化的贡献,研究表明周期性和外部性因素能解释约60%的经济增长率

变化,是本轮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广受关注的另一经济增长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Lin& Wang

(2020)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垂直结构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于经济发

展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在发展初期,发展中经济体主要发展农产品与基础制造业,其
生产所需要的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较低,所以即使生产性服务业不太发达,也不会成为早期发

展阶段的瓶颈约束。但当经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时,高端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都需要大量使用来

自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此时落后的生产服务业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经济的结构转

型以及产业升级。如果上游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发达,上游的产出质量比较低、价格比较昂贵,这会遏

制制造业内部从基础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也会阻碍经济体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

型,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当地政府对上游生产服务行业使用产业政策、降低市场进入壁

垒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此外,该模型还发现,上游产业的市场失灵会通过“垂
直结构”传导到下游的基础制造业,但是上游的个体投资者并不会将这种跨部门的外部性纳入私人

成本和私人收益的分析。所以,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的配置,这也是新结构经

济学中所强调的“有为政府”的体现。研究还指出,当前中国的服务/总产出的比率低于其他同等人

均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虽然中国消费性服务行业(下游服务业)已经发展得较好,但处于上游

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业、通信业)仍然有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作者建议中国应该降低上游生产

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难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考虑结构变迁的方向,更要注意产业结构变迁中人力资本的配置与

流动。王勇等(2022)在Lin& Wang(2020)的框架上进行了拓展,引入人力资本并构建了一个包含

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基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上下游关系对微

观个体的职业选择的影响,作者讨论了在不同的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下,高技能劳动力在部门间的

不同配置和流向,以及内生出的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与相应的经济增长绩效。研究发现,
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经历结构转型时,若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较低,高技能劳动力能够流入高端制造

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引致基础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经济体则走上了产业升级和快速增长的

道路;而如果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较高,高技能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失,导致高端制造业逐步退出生

产,则会出现从基础制造业直接向服务业转型的现象,使得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政府应当通过制定

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降低高端制造业进入门槛或者加强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引导,避免

高技能人才的“脱实向虚”。
(三)垂直结构下的国企改革和资源错配

在所有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国家中,国有企业的影响都普遍不容忽视。自20世纪

90年代起,就有不少学者指出国有企业产生相关问题的主要原因并非产权制度的差别,而是由于缺

乏充分竞争性的外部市场环境(林毅夫、李周,1997)。国有企业乃至更广义上的政府部门在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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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作用和机制也越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其中一部分研究从水平视角的

市场结构出发研究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相互竞争关系,分析同一市场或者地区内的国有企业与

民营企业因政府补贴、信贷获取难易程度等差异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该系列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由

于先天受到政治性优待补贴政策,继而形成市场垄断力量,并对非国有企业产生挤出替代效应(Song
etal,2011;Changeetal,2015)。这类研究专注于单一的产业部门或者部门间替代性较强的水平

化结构,忽视了其中不同部门企业在生产链上的垂直结构关系。而相关特征事实表明,这种水平结

构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具有相同增长变动趋势的

特征,而考虑了生产联接和上下游间不对称性的垂直结构后,更能系统性地帮助理解国有企业相关

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王勇,2017)。
中国国有企业相关的实证研究在近年有不少新的进展。王勇(2017)从中国上游产业由国有

企业主导、下游产业由更开放的民营企业主导的“垂直结构”背景出发,解释中国国企和民企的相

对利润率一波三折的变化趋势,以及此过程中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指出,由民营企

业主导的下游部门出口下降间接导致国企垄断的上游产业引致需求下降,进而引起上游国企的利

润大幅下降,以及僵尸企业的比重在上游产业中升高。作者进一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建

议:应降低上游产业准入壁垒,引入竞争,打破国企行政垄断;调整优化国有企业的产能结构,并逐

步剥离国企的政策性负担。类似地,林毅夫等(2020)总结有关国有企业的特征事实发现,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下游竞争性行业中国企变得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在上游具有自然

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行业变得更为集中。该研究使用2004—2015年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对

国有企业投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识别国有企业投资的外生变动冲击,将外生变动冲击作为

工具变量估计国有企业投资乘数,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投资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上游自然垄断

行业中的国企通过增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对下游竞争性行业产生正外部性,进而带动民营经济发

展,能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部门投资和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并在中长期有助于抑制宏观杠杆

率。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12—2015年间经济衰退期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进行检验发

现,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并未在衰退期出现显著下降,因而国有企业并未在金融市场上挤出非国有

企业。
(四)垂直结构视角下的短期分析:宏观波动与宏观政策

深刻理解中国的垂直经济结构对于分析短期宏观波动和宏观政策效应同样至关重要(王勇,

2021;王勇等,2021)。王勇(2019)结合中国同时经历的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大国崛起四

个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分析讨论了这些结构因素对于中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和意义。其关系可反映为

我国非农部门中存在的“垂直结构”,即行业进入壁垒较高且主要由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主导或垄断

的上游部门(能源、金融、电力、通信等),以及市场竞争性和开放程度较高并由民营企业主导的下游

部门(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而“四万亿”刺激政策中的很大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的

投资增加并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的中下游部门,从而影响整体经济。① 此外,文章

进一步结合新结构经济学中划分的“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

业(林毅夫,2017),分析了各类产业相对应的财政政策,并强调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存在促使政策制定

者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外部宏观环境以及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对于中

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而在近来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王勇(2020)针对公共卫生冲击

的宏观政策应对问题,重点探讨了宏观模型的建模以及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对于疫情

带来的宏观冲击,在关注政府行为之外,也应该从实体部门的角度展开更多的探讨。比如产业链上

下游间不同位置的产业遭受的冲击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并且产业的上下游之间的联络关系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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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Cunetal(2019)通过实证并建立理论模型对中国这种“自上到下”的信贷扩张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发现这

种集中于上游部门的信贷扩张并不能通过企业间的商业信用/易货额度方式完全地传导到下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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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此外,还有一系列研究将中国的垂直结构引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的分析

框架。郭长林(2016)在对中国财政政策扩张效应的分析中,通过在DSGE模型内嵌入垂直结构分

析了财政政策扩张对上下游部门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财政政策扩张对上下游企

业的产能利用率有着相反的影响。政府投资支出的扩张会带动对上游部门产品的需求,引致上游

产品价格及其产能利用率上升。但同时也使下游部门的生产成本上升,抑制下游产业的生产规模

和产能利用率水平。伴随着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下游产业的需求不足最终导致上游部门出现产

能过剩以及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在货币政策分析方面,汪勇等(2018)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

擦”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纵向产

业联结度下降会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降幅扩大,同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幅度。此外,增
加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响应有助于略微提高社会福利。卢智坤(2018)构建了一个基

于垂直结构的多部门DSGE模型,用于考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改善资源配置、稳定经济周期

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非定向的总量型的货币政策在应对行业冲击时效果较弱,而定向的财政政策

(如针对上游国有企业的逆周期信贷补贴)能够显著地减少行业冲击造成的影响。模型的量化结

果表明,尽管信贷补贴可能造成资本配置扭曲,但由于该政策能有效缓解劳动力市场摩擦,总福利

可以得到显著改善。

五、评述与展望

近年来,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越来越强调深入微观层面去分析和解释经济问题或现象的

产生机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不同部门之间的网络结构非常重要,而连接经济

体内各个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结构正是理解宏观经济现象与微观个体行为之间关联的关键环

节。本文从此视角出发,系统地梳理并评述了长期经济增长、产业政策、短期经济波动、宏观政策

传导等多个领域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以及关注于中国宏观发展,侧重于刻画国企问题、资源错

配等上下游间各类不对称性的“垂直结构”的相关研究,总结了这两大类文献在宏观发展领域内

的研究进展。
关于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目前仍主要以外文文献居多。从理论模型的发展来看,多部门的生产

网络一般均衡模型在近十年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其中有较大一部分关注探寻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
该系列研究所得的结论普遍表明,微观冲击会通过生产网络的供需连接传导,并被部门间存在的异

质性结构放大,从而影响并反映到宏观波动中。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也在近几年被引入传统的新凯

恩斯模型内,用于探究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政策性冲击和最优政策选择,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生产网络中的异质性是货币政策产生实际影响的关键,以稳定产出缺口或部门加权通胀率为目标的

货币政策相对于传统消费者通胀率目标制更能降低福利损失。除了上述短期经济波动的分析,生产

网络框架同样也被用于探讨长期经济增长、发展和产业政策的相关问题。研究表明,各类扭曲摩擦

会通过生产网络传导、网络中产品的互补性以及部门的异质性对宏观TFP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并能

解释传统模型中难以解释的收入分布差异。此外,也有研究者把生产网络框架扩展到跨国网络层

面,分析其对于国际贸易、生产分工、自然灾害、金融、宏观政策和全球疫情等其他类型冲击在生产网

络中的传导。
尽管生产网络的文献已有了长足发展,但相关研究仍然存在局限性。首先,目前大部分理论模

型主要还是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基本假设,缺乏对现实市场各类扭曲特征的描述刻画。其次,由
于优质的微观层面企业投入—产出数据仍较为稀缺,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总体来说相对较少,研究中

较多使用的数据还停留在行业层面。最后,无论是理论模型研究还是实证分析,都基本集中于像美

国这样数据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其研究结论和发现对于存在更多市场扭曲的发展中国家可能缺乏

直接的政策指导意义。针对以上的局限性,与生产网络相关的未来研究方向包括但不限于:(1)构建

—431—



基于企业层面的生产网络模型,尝试刻画更贴近现实的市场结构,而非简单地假设企业同质化并处

于完全竞争环境中。(2)针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产业和市场结构特征进行建模,丰富生产网络理论

框架的适用范围。(3)收集构建更多的微观数据集,特别是当前较为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数据,结合已

有理论进一步完善发展相关的实证研究。
关注中国的“垂直结构”相关研究起步虽然相对较晚,但在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方面都获得了

较为迅速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上游垄断、下游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其他各类上下游间的不对

称性特征进行建模,垂直结构被用于系统性地分析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存在的各类问题。
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李系等(2014)的垂直结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多种市场扭曲特征,并运用于

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资源错配影响等长期经济现象中。另外也有研究将

垂直结构与DSGE模型相结合,探讨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以及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

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上下游对于政策冲击的反应存在异质性,其中纵向产业联结度的高低会显

著影响政策效应大小。相关的实证研究则侧重于从垂直结构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国有企业相关的

资源错配问题、市场扭曲特征、产业政策以及对经济增速的潜在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和实证检验。
相关的理论模型推论和实证证据都印证了垂直结构框架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问题所起

到的关键性作用。
垂直结构的相关研究虽然在近年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在一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在垂直

结构最早被提出并应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之后,后续的模型多为结合DSGE框架来探究中国

的宏观波动和政策效应,而缺乏针对工业化、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长期经济问题的研究。其次,目
前的垂直结构模型主要强调上游部门和下游部门之间的结构差别,对上下游市场内部各个行业、企
业间的异质性特征缺乏相应的研究。最后,相关的实证研究虽提供了不少支持理论推论的实证事

实,但由于缺乏较新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大多数实证研究仍然停留在特征事实的刻画以及产业和

宏观层面的分析上。针对以上文献的不足,该领域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1)推动理论模

型的进步,增加对于上下游市场内部的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研究。如在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时,不
仅要看上游与下游间的区别,而且也应该关注各自内部的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表现区别。(2)收集更

丰富的微观数据,进行系统化的实证研究。(3)目前垂直结构主要运用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可尝试

把该理论框架推广应用于有类似经济结构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析中,拓展垂直结构应用的深

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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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ProductionNetworkandVerticalStructure

WANGYong HUANGYuxuan HANBoyu
(PekingUniversity,Beijing,China)

  Abstract: Alongwiththedevelopmentofmodernmacroeconomicsanddevelopmenteconomics,moreattentionis

paidtoanalyzingthestructureoftheeconomy.Theliteratureonproductionnetworkbasedoninput-outputlinkages
hasshownarapiddevelopmenttrend.Thispaperfirstreviewstheresearchfindingsofapplyingtheproductionnet-
workinanalyzingmicroeconomicsourcesofmacroeconomicfluctuations,monetarypolicytransmission,economic

growth,industrialpolicy,andimpactsoftheCovid-19pandemic.Secondly,combiningstructuralfeaturesofChinas
macroeconomicdevelopment,weintroducedefinitionandrelevantcharacteristicsof“verticalstructure”,whichis
closelyrelatedtoproductionnetwork.Wereviewtherecent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progressofitsapplica-
tionsinmacroeconomicpoliciesandfluctuations,economicgrowth,industrialupgrading,state-ownedenterprises,and
resourcemisallocations.Finally,basedonthereviewedliterature,wediscussseveralimportantbutunsolvedissuesin
relatedfields,proposesuggestions,andprospectsforfutureresearchdirections.

Keywords:ProductionNetwork;VerticalStructure;Input-outputLinkage;MacroeconomicFluctuations;Eco-
nomic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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